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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全球煤炭消费和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趋势及其驱动机制，一直

是科研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比较关注的议题。以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28亿 tce为关键时

间节点，对比分析煤炭消费动力机制的差异性。通过分别构建侧重供给侧分析的LMDI模型和

侧重需求侧分析的 IO-SDA模型，以期揭示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

下：（1）基于供给端的因素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经济增长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

业结构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共同驱动。2013年以来的GDP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

深度调整，以及能源消费强度的持续降低是煤炭消费总量下降的关键所在。（2）基于需求侧的

结构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口和城镇居民消费所影响。出口

紧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煤炭消费增长的两大需求端驱动因素，但是，由出口诱发的煤炭消

费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达到阶段性峰值。城镇居民消费在2017年超越出口，成为当

前煤炭消费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素。（3）基于最终需求视角，分行业煤炭消费呈现出由

“出口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到城镇居民消费”拉动的变化特征，同时，行业发展的煤炭资源依

赖性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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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获取可负担

的、稳定的、清洁的能源供给已经是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基石[1,2]。伴随着全球经

济的不断增长，全球能源消费也呈现同步增长趋势。1970—2018年的近 50年间，全球

GDP由19.19万亿美元增长到82.63万亿美元（以2010年不变价），增长了330.59%；全球

能源消费由69.66亿 t标准煤增长到198.07亿 t标准煤，增长了184.35%[3]。但是，因其能

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能源利用技术、能源管理政策等的不同，各个国家或地区

的能源消费总量、增量及其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4]。当前，全球前十位经济体（美

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意大利、加拿大），只有以中国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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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且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

在55%以上[3]，其他国家大多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石油和

天然气为主，且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在30%以上；巴西和加拿大以石油和可

再生能源（水电）为主，同时，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在30%以上[3]。相

比于全球其他发达经济体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决

定了长期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家，消费

总量占全球的50%以上。2000年以来，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由2000年的10.07亿 tce快速增

长到2013年的28亿 tce[5]，快速的煤炭消费增长在助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煤炭消费也成为国内空气污染和雾

霾频发的重要源头。为了积极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引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和降低煤炭消费导

致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实现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煤炭转型发展，一直是中国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的立足点和首要任务。关于中国煤炭的已有研究，大量集中在煤炭资源

开发[6,7]、煤炭资源产能及供应[8,9]、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10]、经济增长的煤炭需

求[11]、煤炭贸易[12]、煤炭消费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13]、煤炭消费峰值[14]、煤炭产业政

策变化[15]、煤炭资源利用的环境效应[16]等。这些研究大多都在回答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煤

炭消费能否实现背离，或者揭示促使煤炭消费需求下降的关键因素。要厘清煤炭消费需

求变化的原因，首先要全面了解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煤炭消费的演进特

征；其次要系统揭示煤炭消费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揭示煤炭消费的关键驱动因素，重点在于煤炭消费总量的演变特征及其作用机理。

在定量识别关键驱动因子进而解析能源消费变化特征的方法模型中，指数分解分析（In-

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DA） 和结构分解分析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

sis，SDA）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两种分析方法。指数分解分析采用相关影响因子相加或者

相乘的形式表示，并且根据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进行总量分解，以确定各个影响因子的

增量余额[17]。Ang等[18]在系统对比不同类型 IDA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方

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工业能源消费进行无残差分解。LMDI

模型不仅解决之前 IDA方法中的“0”值问题，而且对于研究时段和研究数据具有较大灵

活性[19]。随后，在Kaya恒等式和 IPAT模型的基础上，LMDI模型广泛应用于能源消费及

其环境效应等研究领域[20,21]。SDA与 IDA在理论基础上具有相似性，但其建模过程和数

据需求具有明显的差异[22]。SDA模型主要基于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理论[23]，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 IDA模型对于最终需求端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的不足[24,25]。鉴于此，本

文将结合 IDA和SDA的研究优势，整合侧重供给侧的 IDA方法和侧重需求侧的SDA方

法，系统研究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1.1.1 基于 IPAT的LMDI模型构建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基于 IPAT模型的LMDI方法。IPAT模型的变形如下：

Coal(I) = Population(P)× GDP
Population

(A)× Coal
GDP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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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度人口规模效应（P）、经济增长效应（A）和技术水平效应（T）的基础上，进

一步对 IPAT模型进行拓展：

C =∑
i

Ci

Ei

×
Ei

Gi

×
Gi

G
× G

P
× P = p × g ×∑fi × ei × si （2）

式中： C 表示煤炭消费总量（万 tce）；i=1, 2, 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 P = p 与式（1）中 P 的含义相同； G
P

= g 与式（1）中 A 的含义相同；
Ei

Gi

= ei 与式

（1）中T的含义相同；
Gi

G
= fi 表示产业结构效应（F），其中 Gi 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GDP（亿元）；
Ci

Ei

= si 表示能源结构效应（S），其中 Ci 和 Ei 分别表示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煤炭消费总量（万 tce）和能源消费总量（万 tce）。

那么，从0年到 t 年的煤炭消费总量变化 ΔC 就可以表征如下：

ΔC = Ct -C0 =ΔCp +ΔCg +ΔCf +ΔCe +ΔCs （3）

进而，借助LMDI模型[26]对于0~ t 年的煤炭消费总量变化分解为五部分：人口规模效

应（ΔCp）、经济增长效应（ΔCg）、产业结构效应（ΔCf ）、能源强度效应（ΔCe）和

能源结构效应（ΔCs）。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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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2 基于 IO的SDA模型构建

在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27]，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22,25]，构建“能源—经济”混合型

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嵌套以实物量表征的能源要素（煤

炭消费）。

C = E ×(I -A)-1 × y （5）

式中： E 代表分行业煤炭消费强度向量； A 表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I -A)-1 代表 n × n

的列昂惕夫逆矩阵； y 为 n × 1的最终需求列向量。最终需求包括投入产出表中第Ⅱ象限

的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和存贷增加）和进出口总额（进口和出口）。

基于 IO的SDA模型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全面刻画最终需求部门对于煤炭消费总量变

化的作用程度，根据投入产出表中最终需求部门的不同类别，将最终需求列向量y进行

对角化处理，得到公式如下：

Ck = E(I -A)-1 yk （6）

式中： yk 表示第 k 类别的最终需求； Ck 表示第 k 类别的最终需求变化引起的煤炭消费

总量（万 tce）。

1.2 数据来源

基于 IPAT的LMDI模型所需的人口规模数据、分三次产业GDP数据、分三次产业能

源消费总量数据和分三次产业煤炭消费总量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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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统计年鉴》。基于 IO的 SDA模型所需的分行业煤炭消费总量数据和投入产出（价值

型） 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投入产出表》

（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和 2017年）。为了与统计年鉴中分行业煤炭消费总

量数据保持一致，特别将42部门的中国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

和149部门的中国2017年投入产出表按照一定的产业合并原则，将5张表格分别合并为

23部门投入产出表（表1）。为了便于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国际对比研究，1965年以来

长序列的煤炭消费、一次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数据来自当前最新发布的2019年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人口规模和GDP（2010年

美元可比价）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

2 结果分析

2.1 中国煤炭消费的演进特征分析

由图1分析，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

煤炭消费总量呈现同步增长趋势。GDP 由 1978 年的 3678.7 亿元持续增长到 2018 年的

135273.2亿元（1978年不变价），年均增长率为9.46%；能源消费总量由1978年的5.7亿 tce

增长到2018年的46.4亿 tce，年均增长率为5.44%。从能源消费总量和GDP的增速分析，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8—2002年，GDP增速高于能源消费增速；2002—2007年，

GDP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均在10%以上，并且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远高于GDP增速；

2007—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10.98%，但是，能源消费增速快速下降；2010—2018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GDP增

速自2010年的10.6%之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能源消费增速同步呈现下降趋势。

煤炭消费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趋势呈现高度一致性，尤其是在前三个发展阶

段。但是，在2010—2018年间，伴随着GDP增速的持续下降，能源消费总量依然保持增

长趋势，煤炭消费总量在2013年达到28.1亿 tce之后，呈现出2014—2016年的连续总量

表1 中国23部门投入产出行业分类表

Table 1 China's 23 sector input-output table

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产业

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食品加工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纺织服装业

木材及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代码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产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

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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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趋势。2017—2018年，煤炭消费总量又呈现增长态势，但是，2018年的 27.4亿 tce

还未超过2013年的阶段性峰值。那么，2013年之后，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降低，是否可

以完全归因于经济的缓慢增长？

由图 2 分析，自 1978 年以来，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仍未发生太大变

化。煤炭消费占据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地位，其次是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形成能

源消费的有效补充。按照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划分，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演

变趋势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2012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大多在

70%以上；2012—2018年煤炭消费比例自2012年的68.5%之后连续下降；2018年煤炭消

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首次低于60%，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消费总量明显提升[5]。2012年

中国风电累积装机容量为61597 MW，超过美国的累积装机容量60208 MW，成为全球累

积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风电累积装机容量为184696 MW，占全球累

积装机容量的32.7%；美国为94295 MW，占全球的16.7%；德国为 59420 MW，占全球

图2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能源消费结构演进特征

Fig. 2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China

图1 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煤炭消费的演进趋势图

Fig. 1 Evolution trends of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al consump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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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5%[3]。2015年中国光伏电累积装机容量达到43552 MW，超过德国的累积装机容量

39245 MW，成为全球累积光伏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光伏电累积装机容

量为175032 MW，占全球累积装机容量的35.9%；美国为51450 MW，占全球的10.5%；

日本为55500 MW，占全球的11.4%；德国为45932 MW，占全球的9.4%。中国清洁能源

迅猛发展，自 2013 年以来，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由 10.2%增长到

2018年的14.3%。那么，以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否是煤炭消费总量降低的

关键驱动因素？

2.2 基于LMDI模型的煤炭消费总量变化的因素分解分析

基于以上定性分析，经济的缓慢增长和能源结构的优化都是中国煤炭消费总量降低

的潜在关键影响因素。借助基于 IPAT构建的LMDI模型，依据式（1），对1978—2018年

中国逐年煤炭消费的变化进行“人口—经济—技术—结构”的多层次因素分解分析，结

果如图3所示。总体上，1978年以来，中国煤炭消费的增长主要是由经济增长效应和人

口规模效应共同驱动，其中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程度最强。特别是2000—2007年，经济

增长效应逐年增强，煤炭消费增量由 2000—2001 年的 5101.62 万 tce 快速拉升到 2006—

2007年的18393.34万 tce。能源消费强度一直是遏制中国煤炭消费快速增长的最主要贡献

因素，除2002—2005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呈现波动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在2007年之

后，才发挥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

为进一步揭示 2000年以来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变化的复杂趋势，在式（1）的基础上

进一步纳入产业结构效应，根据式（2），对2002—2018年间煤炭消费总量变化的驱动机

制进行分阶段的对比分析，结果如图4和表2所示。

第一阶段：2002—2007年，中国于 2000年进入WTO，出口贸易拉动的加工制造业

快速发展，且大多为能源资源驱动的高耗能产业，如电力、钢铁、水泥、玻璃、炼铝等

图3 1978—2018年中国煤炭消费的因素分解分析

Fig. 3 Factor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from 1978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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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模式粗放[28]，也是这一时期能源消费强度上升的原因所在，反映

出经济增长对能源要素投入存在较强依赖性。煤炭消费总量由2002年的11.62亿 tce急速增

长到2007年的22.58亿 tce，增长率为94.38%。煤炭消费总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中人口规模、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均呈现正效应。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强

度、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产生的煤炭消费增量分别为 86301.81 万 tce、8065.81 万 tce、

7358.59万 tce、4650.52万 tce和3258.47万 tce。同时，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能

源结构效应均由第二产业主导（f2、e2和 s2）。

第二阶段：2007—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经济

结构进入深化调整时期[29]，同时，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大大加强。高耗能的第二

表2 中国煤炭消费关键影响因素的分阶段指数分解分析

Table 2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al consumption in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万 tce)

年份

2002—2007

2007—2010

2010—2013

2013—2017

时段/年

2002—2007

2007—2010

2010—2013

2013—2017

p

4650.52

3499.15

3885.95

5889.26

e1

-60.35

-873.23

-92.16

2.98

g

86301.81

63723.23

60209.91

68248.44

e2

7489.70

-29715.18

-17909.64

-44861.87

f1

-454.14

-131.88

-90.75

-288.39

e3

-70.76

-333.24

-392.75

-769.49

f2

8487.76

-2321.14

-12715.38

-23137.60

s1

186.39

-183.98

-126.44

416.51

f3

32.19

80.87

249.75

487.03

s2

4511.78

-11075.96

-1253.49

-16087.36

△C

109635.21

23772.97

31430.95

-10087.85

s3

-1439.68

1104.32

-334.04

12.65

图4 关键影响因素对中国煤炭消费作用程度的变化趋势

Fig. 4 Impact of key factors on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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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比例稳步下降，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升。煤炭消费总量由2007年的22.58亿 tce增长

到2010年的24.96亿 tce，增长率为10.53%。经济增长对于煤炭消费总量的推进作用明显

低于前一阶段，导致煤炭消费的增量为63723.23万 tce；人口规模仍然呈现相对微弱的正

效应，带来的煤炭消费增量为3499.15万 tce。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依次为遏制

煤炭消费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导致煤炭消费减量分别为30921.65万 tce、10155.62万 tce

和2372.15万 tce。

第三阶段：2010—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再以追求GDP高速增长为经济发

展目标，多年10%以上的GDP增速开始回落。生产要素持续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中国服务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比例进一步提升，且在2012年超

越第二产业。煤炭消费总量由2010年的24.96亿 tce增长到2013年的28.10亿 tce，增长率为

12.59%。经济增长对于煤炭消费总量的推进作用明显低于前两个阶段，导致煤炭消费增量

为60209.91万 tce；人口规模仍然呈现相对稳定且微弱的正效应，带来的煤炭消费增量为

3885.95万 tce。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依次是遏制煤炭消费增长的重要影响因

素，导致煤炭消费减量分别为18394.55万 tce、12556.39万 tce和1713.97万 tce。产业结构

效应超过能源结构效应，成为这一时期遏制煤炭消费增长的第二大影响因素。

第四阶段：2013—2017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逐步摆脱劳动力以及资源能源

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继续提高，进入到以低能耗的服务

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第三产值增加值比例超过 50%，能源消费强度持续降低，

同时，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提升到10%以上。煤炭消费总量由2013年的28.10亿 tce下降

到2017年的27.09亿 tce，增长率为-3.59%。经济增长对于煤炭消费总量的推进作用明显

强于前两个阶段，导致煤炭消费的增量为68248.44万 tce，经济增长一直是四个阶段中促

进煤炭消费增长的最重要的贡献因子。但是，经济增长对于促进煤炭消费的作用程度从

2002—2007 年逐步降低到 2010—2013 年阶段，这三个阶段 GDP 的增幅分别为 73.64%、

32.73%和 27.48%，2013年以来虽然GDP增速放缓，但是中速增长[30]，依然使这一阶段

GDP的增幅达到30.71%。人口规模仍然呈现相对稳定且微弱的正效应，带来的煤炭消费

增量为5889.26万 tce。人口规模对于煤炭消费或能源消费的贡献作用远低于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一直保持稳定的正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现行人

口政策，人口规模的年均增长率大致保持在5.3‰左右。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依次是遏制煤炭消费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导致煤炭消费减量分别为 45628.38 万 tce、

22938.97万 tce和15658.20万 tce。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对于遏制煤炭消费增长

的作用程度明显强于前一发展阶段，并且第二产业能源强度效应（e2）、第二产业产业结

构效应（f2）和第二产业能源结构效应（s2）作用显著。2013—2017年，e2带来的煤炭消

费总量下降为 44861.87万 tce，降幅远远高于 2010—2013年的 17909.64万 tce，其主要原

因在于第二产业的能源强度由 2013 年的 1.89 tce/万元 GDP 快速下降到 2017 年的

1.59 tce/万元 GDP，能源强度的降幅远高于从 2010 年的 2.02 tce/万元 GDP 到 2013 年的

1.89 tce/万元GDP。2013—2017年，f2带来的煤炭消费总量下降为 23137.60万 tce，降幅

远远高于 2010—2013年的 12715.38万 tce，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二产业的比例由 2013年的

44.18%调整到2017年的40.54%，第二产业占GDP比例的降幅高于从2010年的46.39%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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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44.18%。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强度和产业结构的下降，对于有效控制煤炭消费

总量的作用显著。但是，并不能一味只关注工业生产端对煤炭消费的影响，也应重视第

三产业对煤炭消费的影响。研究期内，第三产业能源强度效应持续发挥遏制煤炭消费增

长的负效应，但是，第三产业结构效应对于煤炭消费增长发挥持续的正效应，同时，第

三产业能源结构效应对于煤炭消费的影响程度不稳定，降低第三产业对于煤炭的消费需

求也是控制煤炭消费的关键。

2.3 基于 IO模型的煤炭消费总量变化的结

构分解分析

以上的因素分解分析，主要从经济增

长、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等方

面，侧重供给侧的影响机理分析。为了更

全面地揭示中国煤炭消费的驱动机制，在

供给侧分析基础上，构建“能源—经济”

混合型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依据式 （5），

开展中国煤炭消费的需求侧影响因素的结

构分解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基于需求端研究视角，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出口和城镇居民消费是中国煤炭消

费总量变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一直是煤炭消费总量增长的最大

需求端驱动因素，尤其是2007年之后，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引致的煤炭消费快速增长，

由2007年的12.30亿 tce增长到2010年的15.53亿 tce，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由2007年的

54.46%快速提升到 2010年的 62.22%。其原因主要是，为应对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

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国家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投资大多集中在住房建设、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 2002 年的

4.35 万亿元，快速增长到 2007 年的 13.73 万亿元、2010 年的 25.17 万亿元、2012 年的

37.47万亿元和2017年的64.12万亿元，且该时期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例在18%以上。出口是煤炭消费总量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素，自2000年中国

加入 WTO 以来，出口导致的煤炭消费快速增长，由 2002 年的 34914.82 万 tce 增长到

2007 年的 102679.94 万 tce，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由 2002 年的 30.06%快速提升到

2007年的45.47%。对比之前的研究[31,32]，由出口导致的煤炭消费自2007年之后，呈现持

续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89873.42万 tce下降到2012年的88178.27万 tce，进而快速下降

到 2017 年的 71482.83 万 tce，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36.01%持续下降到

2012年的 32.01%和 2017年的 26.39%。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贸易结构进入深度

调整期，出口贸易结构也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程度、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使得出口贸易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向低能

耗的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倒逼生产结构升级[33]。居民消费是煤炭消费总量变化的第三大

需求端驱动因素，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由城镇居民消费诱发的煤炭消费量由2002年的

图5 2002—2017年中国煤炭消费的结构分解分析

Fig. 5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from 2002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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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4.09 万 tce，持续增长到 2007 年、2010 年、2012 年和 2017 年的 60309.71 万 tce、

66623.25万 tce、70500.20万 tce和 73125.36万 tce。2017年，城镇居民消费诱发煤炭消费

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为 26.99%，超越出口诱发煤炭消费占煤炭消费总量比例的

26.39%，成为当前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素。伴随着中国经济的

快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2002年的39.09%快速提升到2017年的58.52%，超过世

界平均水平 3.7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由 2002年的 6030元/人快速提升到 2017年

的24445元/人。在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背景下，居民消费端的节能减排在未来显得格外重要。

根据式（6），进一步揭示不同需求类别对于分行业煤炭消费的作用机理，结果如

图 6 所示。基于不同阶段的对比分析，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较强诱发作用，建筑业

（20）从 2002 年到 2017 年一直是需求端拉动煤炭消费增长最高的行业，但是，2012—

2017年，需求端对于建筑业的煤炭消费拉动作用明显下降。2002—2017年，建筑业占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一直在 18%以上，2002—2012 年间，建筑业投资年均增速为

25.0%；2012—2017年间，建筑业投资年均增速为9.0%，建筑业投资年均增速的快速下

滑，进一步引致钢铁、水泥等高煤耗产品的需求降低。

2002—2007年，分行业煤炭消费的增量呈现出明显的出口拉动特点，尤其是煤炭消

费增量排名前十位的行业中，主要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15）、通用及专用设备制

造业（1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4）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金属冶炼及压延制造

业（10）、化学工业（8）、纺织服装业（4）等高耗能行业。这些行业同样是我国参与全

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门类，特别是2000年以来，进一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这些行业出

口占总产值的比例较高，且主要由外国资本构成。

2007—2010年，煤炭消费增量最大的行业均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拉动，主要包括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4）、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12）

等设备制造业；煤炭消费增量最小的行业均受出口减缓的影响，比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10）、纺织服装业（4），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钢铁、服装等高耗能产品

的出口减少。这一时期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实施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

建设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进一步在需求端拉动了设备制造业的煤炭需求。纺织服装

业对煤炭消费的需求与上一阶段明显相反，其主要原因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需求

端的出口减少。

2010—2012年，煤炭消费增量最大的行业需求端驱动因素呈现复杂趋势，主要包括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1）、造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6）、石油加工及炼焦业（7）、农

林牧渔业（1），这些行业呈现出主要由城镇居民消费拉动的特点，且产品更贴近居民生

活的需求。煤炭消费增量最小的行业主要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降低的影响，主要

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1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4）、其他制造业（16）。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旧动能的转换期，逐步改善需求侧的高出口和高投资

的特点，以期通过扩大国内消费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2012—2017年，煤炭消费增量最大的行业受城镇居民消费拉动的特点更加明显，主

要包括其他服务业（23）和食品加工制造及烟草加工业（3）。煤炭消费增量最小的行业

主要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降低的影响，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3）、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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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4）、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12）。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

国内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镇居

民消费逐步成为拉动煤炭消费的需求侧因素。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基于1978—2018年的中国煤炭消费数据，通过构建侧重供给侧的LMDI模型和侧重

需求侧的 IO-SDA模型，以期系统揭示中国煤炭消费的关键驱动因素。同时，以2013年

中国煤炭消费总量 28亿 tce为关键时间节点，对比分析煤炭消费动力机制的差异性，得

出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生产端的因素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经济增长效应、能源强度效

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共同驱动，经济增长效应一直是驱动中国煤炭消费增长

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能源强度效应一直是遏制中国煤炭消费增长的最重要的贡献因子。

产业结构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在各个阶段发挥的控煤作用各不相同。但是，2013年以来煤

炭消费总量的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GDP增速放缓是一方面重要的原因；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能源消费强度的持续降低是另一方面的关键所在。

（2）基于需求侧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国煤炭消费主要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口和

城镇居民消费所影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一直是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增长的最大需求端驱

动因素。出口紧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后，是煤炭消费总量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

素。但是，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出口产品逐步

摆脱对于煤炭消费的依赖。由 2007 年的出口隐含煤炭消费总量 10.27 亿 t 持续下降到

2010年的8.99亿 t、2012年的8.82亿 tce、2017年的7.15亿 tce，说明中国出口隐含煤炭消

费量已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达到阶段性峰值。城镇居民消费是持续拉动煤炭消

费总量增长的需求端驱动因素，由城镇居民消费诱发的煤炭消费量在2017年超越出口诱

发的煤炭消费量，成为当前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素。在当前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背景下，居民消费端的节能降耗在未来显得格外重要。

（3）基于分行业的结构分解分析，由于受最终需求规模、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需

求端的煤炭消费总量增长呈现出“由出口拉动到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再到由城镇居

民消费拉动”的变化特征。最终需求拉动煤炭消费增长最快的行业，由全球金融危机之

前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转变为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造

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和食品加工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最终需求诱发煤炭消费增量最少的

行业，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由出口减少所致；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主要由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和出口共同作用。比如，钢铁、服装等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减少，直接导致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纺织服装业在需求端的煤炭消费大幅降低，煤炭资源的行业依赖

性进一步降低。

3.2 讨论

基于以上的系统分析，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之后，以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步确定。中国煤炭消费演变特征具有明显的发展阶段性，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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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制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各个影响因素对于中国煤炭消费变化的作用机理和影响

程度在不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经济缓慢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深度优化、能源强

度持续降低，再加上节能减耗政策措施的实施力度加强，中国自 2013年实现 2014年、

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三年的煤炭消费总量降低。再加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

出口产品隐含的煤炭消费量在2007年已经出现明显拐点。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似乎在

2013年已经达到峰值，或者已经进入峰值阶段。

如图7所示，全球部分主要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正在或者已经逐步摆脱对于煤炭

消费的依赖。由于各个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因此采取《京都议定书》的基准年和 IPCC

第一次评估报告的1990年以来为对比研究时段。英国、法国和德国自1990年以来，煤炭

消费都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图7a~图7c）。随着煤炭消费峰值的到来，德国的能源消费总

量以及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英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在

2005年实现3.32亿 tce峰值，其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自2006年57989万 t之后处于快

速下降趋势，同时，2019 年 5 月，英国实现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个无煤炭供电周

（coal-free electricity week）；法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在2004年实现3.80亿 tce峰值，其能源

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自2005年38996万 t之后处于快速下降趋势[3]。作为当前全球煤炭消

费前三位的国家（中国、印度和美国），美国的煤炭消费总量在2005年实现7.79亿 tce峰

值，之后处于快速下降趋势（图 7d）。美国在煤炭消费总量实现峰值之后，能源消费总

量及其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在2007年实现33.06亿 tce和586110万 t的峰值[3]。中

国和印度作为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煤炭消费大国，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煤炭消

费总量处于快速增长趋势（图7e、图7f）。但是，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历经几十年的快速

增长之后，自2013年的28亿 tce以来，实现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连续下降[34]。对

比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发展经验，四个国家在煤炭消费总量实现峰值之后，其能

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在煤炭峰值之后实现阶段性的拐点。此外，已有的研

究表明，实现能源消费碳排放持续降低的18个发达经济体中，大多数国家均已实现煤炭

消费的峰值[35]。那么，中国是否在2013年实现煤炭消费的阶段性峰值，对于中国的能源

图7 全球主要经济体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趋势图（横轴人均GDP为2010年美元可比价）

Fig. 7 Coal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lobal major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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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总量控制和二氧化碳减排显得极其重要。假如，中国在2013年实现煤炭消费峰值，

其人均GDP为 5710.59美元（2010年可比价），远远低于 2005年美国实现煤炭消费峰值

的人均GDP （48499.81美元）（图7）。如果中国在相对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实现煤炭消

费峰值，其达峰策略和达峰路径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更具参考价值。如

图7所示，作为全球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第三位的印度，其煤炭消费总量还没

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中国和印度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的总量控制，对于应对全

球变化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但是，煤炭消费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会使峰值阶段呈现波动性。2017年

和2018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出现反弹趋势，一方面由于火力发电带来的煤炭需求，

另一方面现代煤化工带来的煤耗新增长点[36]。尽管，煤炭消费依然是当前中国能源消费

的主体结构，2018年的煤炭消费增长仍未达到2013年的阶段性峰值，并且煤炭消费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例首次低于60%。这些都可以视为中国煤炭消费治理进入关键转型期的重

要信号，中国的节能降耗减排政策在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等方面已经

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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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been th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and carbon dioxide emitter. The

evolution trend of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have always been a

topic of concern to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Taking China's total coal consumption of 2.8

billion tons of standard coal in 2013 as the key time poi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ynamics of coal consumption mechanisms has been conducted. An extended

LMDI model based on the classical IPAT identity and an input output-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O- SDA) model were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coal

consumption in China. The impacts and influences of various factors on coal consumption we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was mainly driven by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energy intens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structure. The

slowdown in GDP growth since the economy entered the "New Normal", the in- depth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structure, and the continuous decline in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were the key to the decline in total coal consumption since 2013. Based

on the demand- sid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was mainly

affected by capital formation, exports, and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embodied coal

consumption of Chinese exports has peake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7. Coal

consumption induced by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surpassed export- induced coal

consumption in 2017, which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demand-side driver of China's total coal

consumption growt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nal demand, coal consumption by sectoral

industry performed a changing feature of "driven by exports→driven by capital formation→
driven by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industry's coal resource dependence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China's total coal consumption has entered a peak stage with the

maximum value appearing in 2013.

Keywords: coal consumption; LMDI; IO-SD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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